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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
——基于连续变化的情绪背景

金佳佳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本研究结合 Morphing 技术得到以喜悦面孔为起点的面孔序列，探究社交焦虑个体在连续变化的情绪背景下对愤怒、

恐惧、悲伤三种情绪的认知共情。结果显示高低社交焦虑倾向个体都能准确识别不同的基本情绪。当面孔性别为男性，口部特征

为闭口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试对消极情绪的判定时间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中且低焦虑组的判定时间显著小

于高焦虑组。这就表明，个体对不同类别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受面孔性别与口部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社交焦虑障碍；认知共情；Morphing 技术

1 引言

焦虑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世界精神卫生曾就焦虑

障碍的患病率及治疗现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研，结果显示，

焦虑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5%-25%，12个月患病率为3.3%-20.4%。

社交焦虑障碍（SAD）是焦虑障碍中的一种，核心特征为对他人

的评价表现出持续、过度的恐惧，以及对涉及审查、可能导致

负性评价的情境产生回避行为 [1]。SAD 慢性起病，常被误认为

由害羞或怯弱等性格问题导致，然而它严重损害个体社会功能、

非经治疗自发缓解的可能性极小 [2]。

以往对 SAD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患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很少

有研究探究 SAD 患者对他人情感体验的感受或理解——共情。

共情指个体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观察、想象与推断他人

情感而产生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的心理过程 [3], 可分为认知和

情感共情。认知共情指个体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情绪、想法、

意图等的认识与理解，并以此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因果性解释和

预测 [4]。共情会对个体的社会功能产生巨大影响。对他人情绪

状态的错误判断可能使个体在某种情境下做出不具适应性的行

为，进而招致人际关系的损害。而不良的人际关系正是 SAD 患

者的核心特征之一。因此，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可能存在共情能

力的失调，对 SAD 患者共情能力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交

焦虑障碍产生的原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对社交焦虑个体认知共情能力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 [5-8]，主

要集中于社交焦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能力以及对不同

类别消极情绪的敏感程度。针对前者，一部分研究表明社交焦

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能力受损 [5]，且 SAD 患者倾向于

将模棱两可的社会暗示解释为消极，即对价态模糊的社会暗示

产生威胁相关的解释偏差 [6]。有研究认为他们对消极情绪的认

知共情能力是完整的 [7]。而 Auyeung 和 Alden 的研究发现，当

个体面临社会威胁（实验中表现为主试的注视）时，高水平的

社交焦虑会提高被试的认知共情能力 [8]。关于社交焦虑个体对

不同类别消极情绪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研究

发现，与悲伤、惊讶等表情相比，社交焦虑个体对愤怒、厌恶

等威胁性表情的敏感性更低。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持有完全相反

的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发现面孔图片中人物的口部

特征（张口/闭口）可能会影响社交焦虑个体对面孔情绪的判断，

与闭口相比，张口露出牙齿能使面孔图片反映的情绪更加真实、

强烈。此外，面孔图片的性别也可能影响社交焦虑个体对面孔

的加工。

基于上述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本研究主要探究社交焦虑倾

向个体对不同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以及面孔口部特征、面孔性

别对其的影响。由于一边看影片一边对目标对象的情绪进行评

定会分散被试的注意力，因此，本研究采用喜悦、愤怒、悲伤、

恐惧四种情绪面孔作为原始面孔，利用 Morphing 技术产生一系

列连续变化的情绪面孔，以模仿实际生活中个体情绪的自然展

开，并通过对情绪面孔的情绪类别进行实时、持续性的评定间

接反映认知共情能力。本研究假设，高社交焦虑倾向个体更容

易将面孔图片的情绪解释为消极。此外愤怒是与社会威胁最直

接相关的情绪，社交焦虑倾向个体可能对愤怒的敏感程度更高，

即在喜悦 - 愤怒面孔序列中判定情绪发生变化的时间显著在其

他两类面孔序列中。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 64 名本科生（男性 19 名，女性 45 名；M 年龄 = 

20.14，SD = 1.81）参加本实验。所有被试均以汉语为母语，

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研究，且

不知道实验目的。实验后会给予被试一定报酬。

2.2 研究工具

2.2.1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

实验采用 LSAS 中文版测量被试的焦虑水平。LSAS 共包括

24 项内容，其中社交场合 11 项，操作情景 13 项，分别评定恐

惧焦虑（主观体验）和回避（客观事实），选项分为 4个等级，

害怕 /焦虑部分：无（0）、轻度（1）、中度（2）、严重（3）；

回避部分：从未（0%）（0）、 偶尔（1% ～ 33%）（1）、时常

（34%～ 67%）（2）、经常（68%～ 100%）（3）。总分 144分，

分数越高，社交焦虑水平越高。LSAS 中文版由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翻译而来，适合于中国人群自评，具备良好的信效度 [9]。

在本实验中害怕 / 焦虑部分与回避部分的分半信度分别为 0.86

与 0.56。

2.2.2 连续变化的情绪面孔 

实验选取的原始图片来自于Interdisciplinary Affective 

Science Laboratory。从中选取来自 5 位男性和 5 位女性，反

映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四种情绪的原始面孔共 80张。其中，

40 张面孔图片中的人物张口，另外 40 张面孔图片中的人物闭

口。将反映喜悦情绪的原始面孔分别与其他三种原始面孔组合，

用 Abrosoft FantaMorph 软件生成一个个包含 7 张连续变化

(都以喜悦为起点，各类消极情绪为终点)的情绪面孔的序列。

每对原始组合产生 5 张新的面孔表情，如以喜悦和愤怒作为原

始面孔依次生成分别含有喜悦与愤怒的成分（喜％：怒％）为

90％：10％、70％：30％、50％：50％、30％：70％及 10％：

90％的面孔图片，图片大小均为 200×300 像素。

2.3 实验程序

首先让被试填写 LSAS 中文版，填写完毕后让被试完成认知

共情任务。认知共情任务程序采用 Eprime 2.0 编写，具体流程

如下：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 500ms 的注视点“+”。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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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上依次呈现七张连续变化的情绪面孔，每幅面孔图片的

呈现时间均为 1000ms。要求被试判断整体情绪与之前相比开始

发生变化的那一幅面孔 ( 主观变化点 ) 并按下空格键，随后输

入该面孔图片的序号以及反映的情绪。实验共包含 60 个试次，

在每个试次中，被试输入完成后按回车键进入下一个试次。以

喜悦 - 愤怒面孔序列为判定材料，被试将第 7 幅面孔作为主观

变化点为例的具体实验流程如下图 1所示。

 

图 1

3 结果与分析

删除认知共情任务中未能正确理解指导语而出现不正常反

应的被试的实验数据，剩余有效数据 57 份，使用 SPSS 22.0 进

行数据分析。为充分利用数据信息，本研究采用所有焦虑总分

的中位数作为两组的分界值 [10]，得到低社交焦虑组（< 50；M

总分 = 37.75，SD =10.59）共 28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22人。

高社交焦虑组（≥ 50；M总分 = 58.55，SD =7.94）共 29 人，

其中男生7人，女生22人。对两组被试的焦虑得分进行t检验，

结果显示差异显著，t (55) = 8.41，p < 0.001，Cohen’sd = 

2.23。

高低两组被试在认知共情任务中对主观变化图片的情绪判

断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77.16% 和 80.09%，且二者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t (55) = 1.46，p = 0.15，说明高低社交焦虑倾向

个体都能准确识别不同的基本情绪。选取认知共情任务中被试

正确判断面孔情绪的试次，计算两组被试在不同情绪类别面孔

序列中判定的主观变化图片序号的平均值与标准差，结果如下

表 1 所示。对两组被试在所有实验条件下判定的主观变化图片

的序号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当面孔性别为男性，口部特征

为闭口时，低焦虑倾向组（M = 4.37，SD =0.67）在喜悦 - 悲

伤面孔序列中判定的序号显著小于高焦虑倾向组（M = 4.82，

SD =0.75）。以面孔性别、口部特征及情绪类别为自变量，主

观变化图片的序号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面孔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55) = 21.03, p < 0.001, η2 

= 0.28。情绪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 (2,103) = 3.94, p < 0.05, 

η2 = 0.067，被试在喜悦 -悲伤面孔序列中判定的主观变化图

片的序号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中，且后两者无显著差

异。口部特征的主效应不显著，F (1,55) = 2.95, p = 0.09, 

η2 = 0.05。

面孔性别与情绪类别的交互效应显著（如图2），F (2,110) 

表 1 不同情绪类别条件下被试主观变化图片序号的均值与标准差 (M±SD)

面孔性别 怒 悲 怕

张口 闭口 张口 闭口 张口 闭口

低焦虑

男性 4.88 ± 0.63 5.07 ± 0.78 4.82 ± 0.76 4.37 ± 0.69 4.74 ± 0.57 5.08 ± 0.66

女性 4.68 ± 0.48 4.80 ± 0.62 4.72 ± 0.83 4.64 ± 0.67 4.68 ± 0.67 4.83 ± 0.69

高焦虑

男性 5.15 ± 0.78 5.18 ± 0.65 5.17 ± 0.76 4.82 ± 0.75 4.94 ± 0.59 5.34 ± 0.72

女性 4.87 ± 0.74 4.84 ± 0.68 4.90 ± 0.96 4.93 ± 0.76 4.75 ± 0.71 5.01 ± 0.77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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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 p < 0.01, η2 = 0.11；进一步分析发现，当面孔性

别为男性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试的主观变化图片

的序号（M = 4.80, SD = 0.79）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

中（M怒 = 5.07, SD怒 = 0.71；M惧 = 5.03, SD惧 = 0.67）；

当面孔性别为女性时，三种情绪类别条件下被试主观变化图片

序号的大小无显著差异，F (2, 339) = 0.02, p = 0.98。口

部特征与情绪类别的交互效应显著（如图 2），F (2, 110) = 

15.47, p < 0.001, η2 = 0.22；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口部特

征为闭口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试判定的主观变化

图片的序号（M = 4.69, SD = 0.74）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

序列中（M怒 = 4.97, SD怒= 0.69；M惧 = 5.07, SD惧= 0.73）。

当口部特征为张口时，三种条件下被试主观变化图片序号的大

小无显著差异，F (2, 339) = 1.06, p = 0.35。面孔性别、口

部特征与情绪类别三因素的交互效应显著，F (2,110) = 6.47, 

p < 0.01, η2 = 0.11；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男性面孔序列中，

当口部特征为闭口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试判定的主

观变化图片的序号（M = 4.60, SD = 0.75）显著小于在其他两

类面孔序列中（M怒 = 5.13, SD怒= 0.71；M怕 = 5.21, SD怕= 

0.70）。而在其他条件下，被试在三种情绪面孔序列中主观变

化图片的序号的大小均无显著差异。组别与面孔性别、口部特

征以及情绪类别间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见表 1和图 2)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目标对象的情绪类别进行实时、持续性的评

定探究社交焦虑倾向个体对不同类别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以及

面孔性别与面孔口部特征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低焦虑倾向

个体都能准确识别不同的基本情绪，表明他们对基本消极情

绪的认知共情能力是完整的，这与 Morrison 等的研究结果类

似。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当面孔性别为男性，口部

特征为闭口时，低焦虑倾向组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的判定

时间显著小于高焦虑倾向组，即低焦虑倾向组对悲伤的敏感程

度更高。此外，相同条件下，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试

对消极情绪的判定时间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中，且后

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个体对不同类别消极情绪的认知共

情受面孔性别与口部特征的影响，也说明被试对悲伤这一消极

情绪更加敏感。这些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不符，却与 Jusyte 和

Schönenberg 的研究结果存在相似之处。Jusyte 和 Schönenber

以喜悦 - 愤怒、喜悦 - 恐惧及愤怒 - 恐惧的 morph 图片作为材

料探究 SAD 患者的解释偏差，结果显示 SAD 患者与非社交焦虑

个体对愤怒与恐惧的解释模式无显著差异。此外，Montagne 等

也曾得出类似的研究结果。De Ruiter 和 Brosschot 针对 SAD

患者对负性刺激的反应提出双重加工过程，认为在加工初期社

交焦虑患者会将注意力转向这些刺激，而在加工的第二个过程

中，他们会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Montagne 等人用这一理论

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社交焦虑个体最初对消极情

绪图片会有一个无意识的注意过程，随后会有意识地将注意力

从这些负性刺激上转移。实验要求他们必须对这些消极情绪面

孔进行判定，而他们只有在图片反映的情绪水平较高时才能进

行识别，因而表现出对消极情绪的敏感度降低。愤怒是与威胁

最直接相关的消极情绪，社交焦虑个体对愤怒的敏感程度可能

更低。因此在本实验中，个体对悲伤比对愤怒更加敏感。此外，

高社交焦虑倾向的个体的焦虑水平更高，对于负性刺激的回避

行为可能更加严重。因此高社交焦虑倾向组被试对悲伤的敏感

程度低于低焦虑倾向组。

本研究发现，个体对不同类别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受面孔

性别影响。当面对男性面孔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中，被

试判定的主观变化图片的序号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中；

而在女性面孔序列中，三种情绪类别条件下序号的大小无显著

差异。理论上看，男性在生理比女性更具威胁性，且多数暴力

犯罪中有男性参与。因此同样带有消极情绪，男性面孔给社交

焦虑个体带来的负性刺激可能更加强烈，被试对三种消极情绪

的判断应该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本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这

可能与被试的性别有关。本研究中半数以上的被试为女性，对

于同性情绪的识别具有丰富的经验，因而他们在判定女性面孔

图片的情绪时会更有优势。而在男性面孔序列的判定中，女性

被试不再具有优势，因而在三种情绪类别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

判定反应。面孔口部特征也会影响社交焦虑倾向个体对消极情

绪的认知共情。当口部特征为张口时，三种条件下被试的判定

时间无显著差异。而当口部特征为闭口时，被试在喜悦 - 悲伤

面孔序列中的判定时间显著小于在其他两类面孔序列中。正如

前文所述，露出牙齿会使图片反映的情绪更加真实强烈，有助

于克服判定时社交焦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回避行为带来的影响，

因而三种条件下被试主观变化图片序号大小无显著差异。而在

闭口条件下，图片反映的情绪不够强烈，不足以克服对消极情

绪尤其是威胁性情绪愤怒的注意转移带来的影响，因此被试对

愤怒情绪的主观判定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往的研究大多通过社交焦虑个体对静态图片中目标对象

的情绪强度或类别进行实时评定或对视频中目标对象的情绪强

度或类别进行事后评定反映社交焦虑个体的认知共情。然而这

两种方法都具有一定缺陷。生活中，个体的情绪是自然展开，

而并非静态的，因此通过对静态图片的情绪判定得到的实验结

果可能无法准确反映社交焦虑个体现实中的认知共情能力。对

视频进行事后的情绪评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静态图片的

缺陷，但无法满足生活中认知共情的即时性，即在‘此时此刻’

对对方情绪的认识和理解。本研究通过引入 Morphing 技术得到

按不同比例混合的情绪面孔序列，可以较好地弥补以往实验方

法的缺陷，更贴近现实人际交往中社交焦虑个体对他人情绪的

认知共情，更准确地反映社交焦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

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通过对目标对象的情绪类别进行实

时、持续的评定探究社交焦虑倾向个体在连续变化的情绪背景

下对愤怒、恐惧、悲伤三种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结果显示高

低社交焦虑倾向个体都能准确识别不同的基本情绪。个体对不

同类别消极情绪的认知共情受面孔性别与口部特征的影响。当

面孔性别为男性，口部特征为闭口时，在喜悦 - 悲伤面孔序列

中，被试对消极情绪的判定时间显著小于在喜悦-愤怒与喜悦-

恐惧面孔序列中且低焦虑组的判定时间显著小于高焦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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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课程中，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讲座，理论内容偏多 , 能够

结合专业实际提升职业能力的实践体验少。据调查 , 大部分开

设本科秘书学专业的高校 , 都没有专门的秘书学专业实训室和

实习基地 , 本科秘书学专业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前，很少有机

会真正去体验、接触、感受并领会到现代秘书工作的内核。

第二 , 队伍不专业。不少高校是由班级辅导员来承担职业

发展规划指导工作的 , 而辅导员往往是缺乏秘书工作经验以及

技能的。

(三 )学生的职业理念和水平有待改善

第一 , 学生职业发展理念没有及时更新。一是受传统职业

观念的影响 , 只看到了秘书工作内容的繁重而琐碎 , 而没有看

到现代秘书工作正在朝着的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发展的趋

势 , 简单地将职业等级化 , 且认为秘书这个职业处在较低等级

里 ; 二是受当前就业形式的影响 , 追求较高的薪资待遇和社会

地位 , 而秘书工作岗位目前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不高 , 对本

科毕业生的吸引力有限。

第二 , 学生职业发展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不能与时俱进。

一是本科秘书学专业为文科专业 , 综合性极强 , 学生在大学四

年期间虽然认真学习,但由于本科秘书学专业的知识体系庞杂,

涉及到管理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信息学、会

计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 学生很难在有限时间内将这些理论知识

领会悟透;二是也有部分本科秘书学专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存在不务实际、手低眼高的问题 , 因为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 ,

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本科秘书学专业学生做好职业发展的实施途径

( 一 ) 国家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国家应加快秘书职业发展的步伐，尽快推动秘书工作实现

专业化、职业化和现代化；多提供秘书职业发展的机会 , 削弱

片面、功利化的社会导向 , 淡化本科秘书学学生择业的功利化

色彩；尽快打通秘书职业发展晋升的通道 , 提升对秘书岗位的

认可度 , 尽可能地为本科秘书学专业的大学生职业发展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

(二 )学校尽快完善职业指导服务体系

第一 , 提高职业指导理论。高校应紧密结合我国当前本科

秘书学专业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 组织社会学、管理学

以及公共关系学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和知名专家来一起研究和

创新 ,加快职业指导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第二 , 探索职业指导途径。要针对秘书学专业的特点 , 加

强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各种组织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 , 逐步探索出更加适合秘书学本科生职业发展的方法和途

径。

第三 ,深化职业指导内容。积极创造条件 ,搭建实践平台 ,

如加强与社会各组织部门之间的合作 , 尽可能让秘书学专业学

生在大学四年每个阶段都直接参与到实际的秘书岗位工作中

去 ,多为学生提供实习体验的机会等。

第四 , 创新职业指导服务。作为一个新兴的本科专业，面

对新的的社会市场对秘书人才的要求，高校应该提供个性化的

职业指导服务。首先，可结合学生就业区域的实际需要，开展

一些常态化的职业发展专题讲座，最好是邀请一些在职业发展

指导方面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名人成为客座教授 , 这样更受大

学生的欢迎，提高职业发展指导服务的质量 ; 其次，也可以在

高校所在当地，定期邀请一些在秘书工作岗位有成绩、丰富经

验且有热情的社会工作人员走进课堂，形成以职业发展指导教

师、社会工作者、专业课教师、学生共同组成的秘书学职业发

展指导管理体系。

(三 )学生科学做好职业发展规划

第一 , 坚定信念 , 端正态度。本科秘书学专业学生要从以

下两个方面去做。一是要坚定信念 , 正视和接受当前社会仍存

在对秘书这一职业有一定的偏见或错误认知这一事实 ; 二是要

端正态度 , 从心理上克服对秘书这一职业的怀疑和动摇 , 准确

自我定位、明确职业目标、坚定地实施职业发展规划。

第二 , 明确目标 , 主动学习。本科秘书学专业的最大特点

是综合性。大学生首先要明确学习目标 , 知晓每门课程开设的

意义 , 了解秘书职业发展的前景、门槛和素质要求 ; 其次是要

主动学习 , 不断强化自身优势特长、弥补差距不足 , 积极搭建

秘书学专业学习和未来秘书职业发展目标之间的桥梁。

第三 , 突出优势 , 立足基层。本科秘书学专业的学生经过

大学四年的培养 , 政治思想上已经具有一定高度的政策和理论

水平；专业上也已经系统学习了秘书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知识，

掌握了秘书岗位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基本具备了辅助领导决策、

信息处理、危机公关、协调内外部关系等方面的相应能力 ; 因

此应该突出在工作协调和人际交往中具有能讲能写、善于公关

的的优势 , 可以从事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行政管

理工作，也可以从事公关、销售等基层工作。本科秘书学专业

的学生可以结合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 确立自己的

职业发展目标 , 有侧重地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和职业能力培养 ,

争取快速成长为能全面协助领导工作的复合型秘书人才，让秘

书人才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必不可少

的、高度认可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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